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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師與出版業者之關係 
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下 

教師學習的轉變

陳斐卿

出版業者服務教師已行之有年，然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之下兩者關係有何轉變？教師如何學習面對新的教學問題？本文為民

族誌研究，透過訪談及觀察為資料，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轉變」為

概念工具，本文發現兩個聚合的消長：既有「課本—服務」聚合的諸

多行動體之間，其連結逐漸弱化，「出版業者」被「新課綱」轉變，

無力提供新課程的教科書，削弱了對教師的服務，「出版業者」與

「教師」的連結因而轉弱；新湧現的「基鐘—共備」聚合裡，「教

師」被「新課綱」轉變，基於授課「基本鐘點數」而紛紛開設新課

程，在沒有出版業者服務課本與配套之下，藉由加入校內同事組成的

校訂必修「共備會議」，共享授課簡報、學習單、評量規準等物，重

新穩定無出版業者服務的教學實作。本文揭露新課綱如何促發校內教

師形成一個脫離出版業者為軸心、集體解決教學專業問題的新氣象。

關鍵詞： 教師學習、出版業者、行動者網絡理論、十二年國教課綱、校

訂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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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 teachers commonly use curriculum packages predesigned by textbook 
publishers to respond to national curriculum reforms. How have their relations  
changed under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Taiwan’s 12-Year Basic Education? 
Ethno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bservation,  field notes from attendance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codesign meetings weekly, and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and textbook publishers’ representatives. Adopting ANT as a sensitizing framework, 
this study identified two assemblages: textbook–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ervice-
assemblage, and minimum teaching hour–colleague-curriculum codesign  meeting-
assemblage. For the first assemblage, connections between actors turned weak.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translated textbook publishers to be unable to provide  
textbooks for new courses; therefore, they were unable to serve teachers. For the 
second assemblage, due to a minimum number of  teaching hours to fulfill, teachers 
were enacted to develop new courses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extbook publishers. Teachers were enrolled in SCCMs so that they could 
legitimately use  curriculum packages and course materials codesigned in the SCCMs, 
thereby further solidifying teaching practic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extbook 
publishers.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a new curriculum enacted teachers collectively 
developing a teaching practice independent of  textbook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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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科書出版業者（以下簡稱業者）對教師服務不是新議題。長久以

來臺灣各校教科書的選用權由教師決定，影響編售教科書出版社的市占

率業績，因而業者建立兢兢業業的售後服務系統，盡力提高自己產品被

選用的可能性（郭玉霞、許淑玫，2001），兩造透過「書」此一關鍵物

的連結形成緊密的關係。但是，影響教師服務觀感的不只是教科書此一

單一的物，業者以課本為核心，買課本附帶商議提供相關配套，以這些

林林總總的物品與物件支援教師的一般教學需求，此外，舉凡教師提出

的任何困難，業務代表也盡力一一解決。因此教師教學所需多半有業者

的支援，呈現「教師仰賴業者解決問題」的普遍現象。

然而，新課綱課程促使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普高）教師

教學產生很大的變動。過去課程改革多半僅及於國中小學，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改革涉及之教育階段首次往上涵蓋高中，對

高中產生 3 項新的衝擊。首先是學分數的比例調整，總數 182 學分中，

部定課程為 120 學分，而校訂課程為 62 學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2021），顯示約三分之一的課程各校需要因應其學生的需

求而自行訂立。

其次是課程的種類增多（圖 1）。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2021）（以下簡稱總綱）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 Q & A》（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兩份政府文件，「必修課程」

及「選修課程」各包含部定及校訂，其中「加深加廣」課程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與綱要均已明訂於領綱，具有「部定選修」之屬性，另外「補強」

課程亦僅限於「部定必修」科目，因此上述兩類開課安排依各校學生圖

像與需求而定，亦具有「部訂選修」之屬性（圖 1 以虛線表示）。就科

目之學科專業屬性而言，雖然課程種類變多，圖 1 左側三項課程知識範

圍仍然完全在各學科教師之既有專業之內（圖 1 左側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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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大的衝擊是教師需要開設跨越原本任教學科知識範疇的課程。

圖 1 中間的兩種課（圖 1 中框），分別為「校訂必修」（以下簡稱校必）

需 4~8 學分、與「多元選修」（以下簡稱多選）需至少提供 6 學分，它

們是需要教師從零開始規劃的課程。總綱明訂校必課程需具有跨領域課

程之性質：

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

性、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

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總綱，2021，頁 16）

此一規範深深影響著全國每一所高中，因為每校均有部分教師 1 必須有

新的學習，規劃與開設這種與部定「單科」課程差異很大的「跨領域」

新課程。相較於「部定」必修或選修課程，這兩類「校訂」必選修課程

1 以普高為例，總綱（2021）之課程規劃提及 6學分之多選原則為「各校應提供學生跨
班自由選修課程，學校開設之選修總學分數，應達學生應修習選修學分數之 1.2~1.5
倍」（頁 19）。加上校必 4~8學分，一所每年級 10個班級規模的高中，大約需要開
出 40門以上的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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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十二年國教課綱普高課程類型（圖內之數字為各類學分數）

註：A ＋ B ＋ C ＋校訂必修共計 6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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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開發對業者而言較不具備市場潛力，當這麼多的新課程各校有所

不同，傳統以來的業者服務將會如何轉變？ 

本研究的核心命題是「學習是一種網絡效果」（Mitchell, 2020）。

換言之，本研究意在探究經歷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教師如何在複雜、歷

時、動態、混合、彼此相關的現實之下形成的「教師學習」。如果過去

教師有問題通常由業務代表解決，如今業者在面對教師的問題時似乎已

不足以因應，則教師與業者的連結關係應有變化。十二年國教課綱迄

今實施滿 3 年，必已形成一個使之可能的複雜網絡，造成可能的那些行

動體與其間之連結是什麼？本研究借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強項─「描繪事物如何聚集以形成連結並產生行動

力和效果」來探索，特別是以過去的慣習─「業者協助教師」為探究

起點，檢視這樣的起點如何轉變，因此，具體的研究問題是：教師校內

學習網絡如何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而轉變？

貳、文獻探討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從業者服務教師的晚近文獻論述中，關注

這些文獻如何論及教師學習；二是簡介如何從 ANT 視角理解教師學習，

以及其切入之獨特性。

一、業者服務教師此一長久關係下之教師學習

（一）業者與教師的穩定連結 

臺灣教師有兩種可見的學習網絡。其一是部分教師進入研究所進修

或教學之餘參加增能工作坊等校外的正式研習活動，其二則是很大比例

的教師並不出校，而是由穿著黃色背心的業務代表攜帶資源入校，協助

教師解決教學相關的問題，此種相對隱諱的教師發展是臺灣中小學校常

見的景觀，是教師與業者基於教科書為中介所形成的一種獨特專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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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雖然政府開放各出版社編售教科書已超過 20 年，業者在教師學習

所扮演角色之研究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先看業務代表攜帶哪些教師需要的資源入校呢？可分為物品與服務

兩類。業者提供之物品計有：光碟、電子／教材、數位／教具、測驗

卷、題庫、雲端資訊平臺、手機 APP、影音頻道、Line 社群、樣書、採

買課本所贈送之數位／教學配套、最新教育資訊刊物、統整課程範例、

總體課程計畫書實例等；業者提供之服務計有：解決問題（如對九年一

貫課程統整的陌生）、辦理研習、講師名單、經費、聯絡接送、餐點、

聯絡代課教師、到校主持學生體驗之活動（如棉花糖、爆米花）等（朱

永傑、陳殷哲，2019；余霖，2012；郭玉霞、許淑玫，2001；Hairon et 

al., 2018）。

再看業者為什麼要提供這麼多物品與服務呢？教師於師資培育階

段普遍並未注重選用教科書的專業能力（周淑卿，2003；周愚文等人，

2019），加上一直以來也多是沿著課本編排進度授課，因此教師選書文

化逐漸傾向以業務代表「服務」的感受取代課本「品質」（梅文慧，

2011），服務的邊界與深度因而不斷拓展，導致教師交辦事項愈來愈多

元，幾乎教師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試圖請業務代表解決（朱永傑、陳殷

哲，2019）。與其說教師依賴業務代表，不如說依賴業務代表背後所連

結的其他資源，而形成一個綿密服務網絡，而前述的各種物品與服務，

即是維繫這個網絡各環節之重要行動體，過往文獻早已察覺教科書不僅

是一種書本形式的「物」，更是「文化物」、「經濟商品」（彭致翎

等人，2015），可見教科書與其他人與物的連結早已受到注目。因此本

文意圖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啟動此一時間點，打開這個像是黑盒子裡的網

絡，理解教師的學習如何有所轉變。

（二）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之際教師與業者關係的變化

高中教師投入正式增能研習的學習氛圍熱烈。2019 年新課綱的實

施點與 2001 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實施點相較，教師的學習氛圍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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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國中小教師普遍對當時新增之「統整課程」

設計能力感到措手不及，但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的增能工作坊這類正式

研習活動早在課綱頒布前即已搭上高中原本推動的均質化、優質化等大

型計畫而已熱絡舉辦多年，因此教師主動尋求研習的比例大為提高（詹

惠雪、黃曰鴻，2020）。

然而，教師出外參與研習的比例仍然有限。即便各縣市教育局努力

提高各級教師參與「總綱／領綱導讀」等課程的普及覆蓋率，但是任何

政策的推動總是有不同步調的採用者，不管是傳說中所謂的「前三分之

一老師積極、中三分之一老師跟上、後三分之一不會動」；或是僅有十

分之一是會「動」的教師，十分之九的教師並未引起興趣。上述兩種可

能的推測數據，導引學界聚焦在研究契合政府課程政策的領頭羊教師

（蔡曉楓、林佳慧，2017）與積極參與新課綱相關研習之教師（陳斐

卿，2021），卻忽略看起來「不動聲色」的那些沒有頻繁外出研習的校

內教師。

這些教師的身旁，往往有另一種低調的角色出沒：業務代表。新課

綱之前，這些業務代表就早已存在，教師因業務代表的積極服務與配套

資源而導致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sation）的現象也早有揭露（周淑

卿，2010；洪詠善等人，2019；Kirk, 1990; Milner, 2013），但是教師使

用業者提供的配套能夠明顯節省備課時間（Hairon et al., 2018），因此

教師持續樂於接受業者的配套與服務。如果鮮少研習的在校教師亦能夠

在新課程政策下從容因應，則不妨大膽地揣測：所有的教師其實都有轉

變，他們可能是在另一種不同的資源連結中生成不同的效果。在新課綱

的變動下，業者的服務網絡出現什麼變化，異動造成不同的網絡效果

如何影響教師面對課程改革？業者在促動新課綱政策中的作用力又有何

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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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NT 的概念工具與教師學習實徵研究

（一）ANT 的理論視野

有關教師學習研究晚近出現採用 ANT 的架構（Lefstein et al., 2020; 

Mulcahy, 2014; Strom & Viesca, 2020）。侷限於教師進修此種形式的學

習視野為什麼是不夠的？教師學習的情境常處於實作中而致學習與實作

兩相交織（learning-practice are not separate things），例如，校內教師

隨著新課綱實施的步調，遵循規定及時寫出新開課程大綱、完成公開觀

課、進行課程諮詢輔導、協助學習歷程檔案等，他們在「實作」中逐漸

展現新的能力，但究竟該如何探索這樣複雜難以鎖定特定變項的「學

習」如何發生？

ANT 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提供新的視角觀看學習（Peppler 

et al., 2020）。此一轉向有意鬆動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慣性，超越人與

自然、人與非人的二元對立來理解現象，主張不只考慮「人」為世界

的參考點，物質也具有行動的力量，因此以「人」及「非人」異質關

係的組合，透過所有東西是彼此相連的思維（everything-is-connected 

thinking）（Braidotti, 2013），來理解現象的生成過程，是如何經由行動

體相互影響共同產生作用，此觀點適合探索專業學習這種具有動態、複

雜、集體、相連等實作性質的學習。

以下分 3 段簡介 ANT 的 3 個核心概念：對稱性、聚合與轉變。

ANT 對人與非人的同時強調，稱為「對稱性」。這樣的視野不看單一

個人，而是看出共同分擔的行動力（shared agency）如何透過相互關聯

的關係網而形成。在這個特定的學習聚合裡，是一次看兩種東西（seeing 

double）（Pickering, 2005）─人與非人，來瞭解學習。例如：「課

本」框定了「教師」教授內容的責任轄區，又如「投影設備」必須忠誠

無誤的運作，方能與「教師」的口述相互交織，一起完成一場精彩的課

堂。因此，是物與人「共同分擔」了行動力，「物質性」（materiality）

不同於物件（a priori stuff），物質性如同「社會性」（sociality）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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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需要付出行動才能獲致與其他實體（entities）相連的能力（Latour, 

2005），透過眾多異質實體組合在一起的特定關係所造成之效果即是

學習。

這些眾多行動體如何形成一個網絡？ ANT 用「聚合」（assemblage）

（Callon, 2007; Law, 2004）來描述。像是新課綱這樣的教育政策研究，

過往研究取徑將政策視為技術、理性、可量化、證據為本的一種實施

（implementation），但新趨勢是將政策視為一種聚合、流動的網絡以及

彼此牽連（Fenwick & Edwards, 2010）。政策不再只是一紙有待執行的

文件，而是一種促動（enactment），促使生產出更多次階的規範、公文、

文件、規劃、方案、實作、評量、批判（Koyama, 2015），教育政策因

而在人與事物內隱的連結下呈現因緣際會的性質（contingent nature of  

policy），而這些人事物的集合即是一種聚合。

聚合中兩兩行動體之間的關係如何建立？ANT用「轉變」（translation）

來描述。Latour（1987）以轉變一詞來描繪人與非人的實體相互集結、

讓一方改變以形成關聯／連結（connection）的歷程。仔細地說，當實

體相遇，沒有一個實體本身具有強弱的特性，唯有在能徵召其他同盟者

以改變另一個實體之時，它叫做強的實體（Harmon, 2007），此現象就

是轉變。

本文採 ANT 理論視野，因此教師學習被看待為一組特定的學習聚合

的展演／實作（All in all, under ANT, teacher learning is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doing of  a specific learning assemblage.）（Mulcahy, 2014），視

學習為一種網絡效果（learning as network effects）（Mitchell, 2020）來

理解教師的學習。

（二）用 ANT 於教師學習的實徵研究

採用 ANT 視角的教師學習實證研究逐漸增多（Kamp, 2018; Riveros 

& Viczko, 2015; Tummons, 2010; Unsworth, & Tummons, 2020）。在平等

看待物與人的研究視野下，物成為研究聚焦的行動體而不只是不起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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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或教學工具，並從「物與人是如何連結」來理解教師學習的研

究，能開展不同的研究問題、以不同視野揭露新的發現。以下 3 段說明

透過 ANT 概念的實徵研究及其啟示。

透過 ANT 能以非線性模式理解初任教師之專業發展。過往線性的

傳遞模式主張初任教師是透過將師培機構所學一對一的用在真實情境，

在逐一的轉化中勝任教學現場；然而，採用ANT的聚合為概念工具（Lee, 

2019; Strom & Martin, 2022）來看待教師學習，教師是身處在學生、教

室空間、教授內容、情境脈絡、學校社區、國家政策等眾多組件所形成

聚合的一部分，這樣的聚合必然影響新手教師在實作中的學習展現。

透過 ANT 能彰顯政策促動下教師學習之多重異質性。採用 ANT 的

多重本體論觀點（multiple ontologies）（Riveros & Viczko, 2015），該文

獻對比兩個空間（spaces），呈現教師學習展演的多重現實：一個是正

式與被規定的專業發展會議或工作坊、另一個為相對在地、特別適合於

教室的情境。教師通常將學校或行政端舉辦的專業發展會議視為為了教

師學習而舉辦的事件（events），根據官方政策目標移動，做出新課綱

的課程設計，但未必認為能對教學實作帶來有意義的貢獻；相對地，教

師在自己教室的空間裡，因為不同行動體的互相作用，而展現另一種教

師學習，並對於自己教學實作的改變更為有感。因此可以將教師參與國

家或校方政策的學習看成是一種人與非人行動體相互連結所形成之網絡

下的「多重」展演，ANT 可以超越將教師學習認定為單一現實，而帶

來的新視野。 

透過 ANT 追蹤文本（texts）的連結與作用，可理解教師如何促動

課程政策。許多政策期待以一套新課程規範與評鑑每一所學校是否有相

同的調整因應；然而，政策轉變下教師學習，若採用 ANT 的網絡觀點

（Unsworth & Tummons, 2020），是透過追蹤課程變革中的文本，分析

由官方擲出的文件陸續來到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時，各階段如何轉

變並生成一系列相互連結的文件。這類研究呈現教師如何透過社會性與

物質性的教學情境、人與物行動體之間互動而連結，課綱文件如何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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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概念化、引發教師實作連續的解組與重組的過程，促使政策在地

化，從而看到教師如何重新適應專業實作。該文獻從在地各種文本的創

生，揭露課程政策的在地化絕對不是複製或盲從，從而對教師去專業化

的刻板主張提出駁斥。

上述文獻的問題意識與研究發現對臺灣的教師學習有所啟發。當前

有關教師專業與業者關係的研究常從肇因關係進行論述，局部地指陳教

師如何受到業務代表無微不至的服務而陷入失去成長警覺的處境。然而

十二年國教課綱政策文件頒布之後，如彈性學習、加深加廣、多選、校

必等，對教師而言種種陌生的課程，透過教育局處、各級學校等層級的

推行，的確製造了很多的衍生文件，引發教師教學上或明顯或幽微的多

元現實轉變，從這些文件與其他人與物的連結來看教師學習，是一個極

為新穎的方向，但迄今相關研究不多。

因而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臺灣一般教師的學習，長久以來一直隱

於「業者」對「教師」竭誠服務此一機制的網絡中，教師的教學資源需

求與業務代表的服務業績緊緊交織纏繞在一起；但是，十二年國教課綱

促動下，原本的聚合必有新捲入的行動體（如新課綱文件）；而異質行

動體之間必有強弱競逐而生成新的關係。因此本研究關注教師與業者的

連結，在關係強度與相互形塑的跨時改變，以期對教師學習的變化獲致

更有洞見的理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

本研究選定臺灣北部一所社區型普高為觀察田野。此校每個年級約

有 10~15 個班級，教師約一百人，教師研究室分為導師與專任共 5 間。

該校之校必課有兩門，本研究選定觀察之課程為其中一門 4 學分的跨領

域課程，該課程由兩位教師協同教學，一位教師教授的班級約為 1~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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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總共約有 20 位教師固定參與每週一次、每次 1 小時的共備會議。

成員中有一些較常接觸校外新課程增能的教師，對於教師共備的參與較

為嫻熟，因此該校未必呈現全國各校校必課程共備會議的普遍現象，但

對於業者─教師連結關係的探討，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性。

研究者有多種角色。研究者為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

會）委員，同時參與該校校必課程共備會議（以下簡稱共備會議）之專

家學者代表，雖有正式會議委員之角色，但研究者進入該校進行新課綱

研究已有 4 年，和與會教師們多半熟識，對會議討論氛圍影響有限。基

於長期入校之民族誌研究有各種實質條件限制，因此選擇以具有合法性

參與相關重要會議之該校為田野。

二、資料蒐集

採民族誌蒐集 3 種資料：觀察、訪談與文件。蒐集時間從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5 月新冠肺炎疫情停課之前，共計兩年 4 個學期，由於每

週入校一整天，不僅參與課發會與共備會議，也進入校必課觀察，共計

觀察 3 組不同的協作教師教學。

入校一整天觀察校園內多個場域。場地包括：教師研究室、會議室、

教室、走廊。觀察的對象有兩個追蹤起點，一種是以業務代表為追蹤點，

觀察重點包括：業務代表停留哪些辦公室、與哪些教師對話、教師的要

求與業務代表的回應、業務代表攜帶哪些人工品來發放、這些人工品與

新課綱文件的契合情形、業務代表給予教師文件之使用情形。

另一種是以教師為追蹤點，觀察時機包括：入班觀課時，瞭解任教

教師一整節課在課堂中授課與使用教學材料的情形；在跟隨行政人員進

行查堂之過程，瀏覽整個學校大部分教師上課的模式、使用教學材料的

來源以及教學策略；在教師研究室，旁聽教師聊天、聆聽如何評價所使

用的教學材料、觀察教師桌上的出版社資料使用情形；在會議室，觀察

教師於會議中同步進行的備課行動、與所使用的教學材料。

選擇一個校必課進行定期觀察的理由有二：第一，新課綱的課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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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多選、加深加廣、補強性等課程僅涉及單一教師自己的新開課程，

但校必課涉及多位教師為了開設相同一門課的協作與討論，或許與教師

在一般科內例行會議的互動有所不同；第二，校必課時段同時有多個班

級進行協同教學，對於校必課程的經營有更多不同班級的觀察機會，可

對共備會議的討論脈絡有更多理解。

訪談計有 20 人次，對象包括多所高中教師、行政人員、與兩家出

版社業務代表。受訪教師有兩類：校必授課教師及配套撰寫教師。訪談

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針對有配套撰寫經驗之教師及業務代表進行半結構

訪談，每次約 2 小時，提問包括：教師與業務代表的接觸經驗、業務代

表發送資料的參考情形、教師要求業務代表的服務項目、出版業者如何

邀請教師協助生產配套材料、教師／業務代表的專業成長、業務代表／

教師的問題解決方法、業務代表的日常行程等；另一種是針對個案學校

之校必授課教師及行政人員進行同行訪談（walk-along interview）（Evans 

& Jones, 2011），在走廊或辦公室與老師、業務代表們隨地緣與空間線

索交談，以維持場域的自然情境，由受訪者分享當時時空脈絡下的心情

想法。

文件包括各出版業者提供教師的資料、以及教師平日在社群媒體發表

的貼文等。這些資料因時事而有不同的頻繁度，例如，課程總體計畫書上

傳前後、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上傳前後、開學前後、教科書採購

會議前後、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截止日前後等，各式議題湧現引發多方對

話的豐富資料，有助於追蹤教師學習網絡的行動體之間如何產生連結。

文件也包括研究者自行生產的筆記，研究者在上述現場產生田野觀察筆

記與照片，以筆記為例，一整天的研習大約記錄 10~15 頁共計 3 本。

以上資料依據性質分別編碼。資料包括 4 種：觀察、訪談、會議談

話、文件（編碼分別為：O、I、M、D）；資料來源包括 3 種：業務代表、

教師與行政人員（編碼分別為：S、T、A）。資料編碼的方式為：資料

性質 _ 資料來源 _ 流水號。例如，I_S_4，其中 I 為個人訪談、S 為業務

代表，4 為資料流水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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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描述在新課綱促動之下，上述教師教學實作裡 3 類行動體所

形成之聚合，有何改變？分析的步驟有三：選擇追蹤起點、鎖定關注點、

以及辨識行動體之間彼此作用的消長。

首先是選擇追蹤起點。教師新的學習需求始於其面臨十二年國教課

綱的挑戰，在教學實作上需要變動並感到困難，特別的是，不熱衷正式

研習的校內教師在困難時通常先找業務代表尋求支援，因而以教師與業

務代表的行動為追蹤之始。

其次是鎖定關注點。從訪談稿釐清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之下哪些

問題或挑戰具有新意？從 ANT 的視野，事情（matter）有兩種看待的

框架：「關注點」（matter of  concern）與「事實」（matter of  fact）

（Latour, 2004），在實作中出現的問題成為「關注點」，透過關注點的

關聯性追蹤，可以拉出一系列行動體的具體聚集而形成一個聚合，最後

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林文源，2018）。本文以 ANT 的「轉變」

為概念工具，探究教科書在連結教師與業者兩造的過程中，如何轉變彼

此，還有其他哪些行動體也共同參與發揮行動力。例如，觀察或訪談資

料中提及教科書，從中分析此一物的物質性與行動力，亦即教科書對

人或其他物做了什麼事（shift from what these nonhuman actors are to 

what they can do）（Koyama, 2013）。Latour（2004）提出的「關注點」

成為本文追蹤行動體如何彼此連結的重要分析指引。

第三是辨識行動體之間彼此作用的消長。例如，新課綱的闖入，促

使業者的教科書服務產生變化，哪些行動體加入或離開？彼此如何競逐

而形成新的聚合？消長的關係為何？從 ANT 的視野，教師的教學實作

網絡如何面臨可能的挑戰、混亂與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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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業務代表與教師在訪談中顯露兩個關注點：課本與教師基本教學節

數（以下簡稱基鐘）。沿著這兩個關注點發展為兩節：第一節描繪新課

綱加入而使課本供應產生變動，業者與教師的既有聚合如何因而轉變，

第二節描繪因新課綱使教師再度關注基鐘，而萌生新的聚合。

一、「課本—服務」聚合的轉變 

（一）既有的行動體連結

教科書不只是被教師使用之教學工具，教科書作為一個物，還具有

幽微不可見的行動力。它能規範教師可以教什麼、徵召學生想聽什麼、

什麼叫做沒有教完、應該考什麼，這種因物與人彼此關係連結所建立的

物質性（relational materiality）來看教學實作，是教育研究裡常被略看

的一面（Fenwick et al., 2011）。

採用這一物質性視角能拉出一個穩定的業者服務教師教學實作之聚

合。面對為學生「教科書」做決定的「教師」，各家「業者」為了維持

市場占有率，除了發送教科書，總是附帶提供體貼的「配套」，包含講

義、作業、題本、教學手冊等不一而足，這些配套是透過業務代表長期

謹慎的觀察與市調，以瞭解一般教師所需，業者彙整教師需求，再發包

請另一些「配套撰寫教師」來生產這類文件，完成之後成為業者提供給

教師的參考資源，即使這些配套資源來自教師，仍然由業者中介的機制

達成互通有無。

教師的個別需求常透過業務代表之個別服務而滿足。服務教師是業者

的核心工作之一，業者並不因得標與否而有明顯差別，因為售「後」服務

早已因激烈的競爭而演變為售「前」服務，各家業務代表普遍與教師建立

日常的朋友關係，甚至衍生「非客戶服務」的慣性。一位業務代表提及

如何義無反顧地「服務」並未選擇自己家課本的教師，以累積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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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的更誇張是，好，例如說老師他不是用我們的書，他可能

用其他出版社的，但是他少了習作，他會跟我說：「欸，幫我送

一本習作」。然後我就說：「這本習作不是我們家的啊。我幫你

聯絡同業」。就是聯絡另外一家的出版社送過去，對對對對，……

欸，老師不要笑喔，這一間學校有發生過喔，而且還不只一次喔，

對對對，所以造成那個老師對我們的依賴度。（I_S_4）

上述「教科書」、「教師」、「業者」、「配套」、「配套撰寫教

師」等行動體連結成的一個聚合，簡稱「課本—服務」聚合。這樣的聚

合在新課綱實施開始產生什麼轉變？本文從「教科書」此一行動體的變

化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新課綱闖入後的行動體間連結之變化

新課綱是一個重要行動體，作為課程改革的法定文件，教師原有教

學實作必然需要因之調整，各校新開必選修課程的教科書在哪裡？誰來

提供教師教科書讓他們如常授課呢？課該怎麼上呢？如何撰寫教學大

綱？又怎麼通過課程審查？

1. 「業者」與新課程「教科書」之連結削弱

沒有提供課本服務之下，業者與開新課程教師的關係跟著改變。新

課綱實施之後，許多課程之規劃權回歸各校，不是部定的課程，業者無

法以量產教科書的方式生存，也就沒有提供各校新課程教科書之服務。

此項服務的連結變化，在業者與教師之間產生史上罕見的新關係。教師

不是如往常一樣只上部定課程、並習慣跟業務代表要求自己教學所需；

當教師各自需要開設新課程，業者並無法繼續一呼百應，因為產品一旦

多元，市場明顯遠較部定必修課程為小，兩者的「產值」不同。一位業

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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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目前的多元選修的狀況一樣，就是各個學校會開各自的，啊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各校一樣。100 間學校，我們就要做 100 種。

（I_S_3）

業者迫於銷量，雖知道教師的新需求卻無法服務，業者與教師的關係因

為欠缺此「物」而產生轉變。

業者蒐集更多的物以彌補服務。在 110 學年度高一到高三全面實施

新課程的覆蓋率已達 100%，愈來愈多的教師投入開設非部定之新課程，

尋覓教科書或自編教材的需求度愈來愈高，業者的修補行動也逐漸明顯

呈現兩種策略：一類是考科延伸的課程，諸如加深加廣選修、補強性選

修課程，因為仍然繞著考科，業者比較能如往常殷勤地提供練習題本、

素養題本、題庫、APP 平臺等，填補教師備課的勞務；另一類是「非」

考科延伸的課程，諸如部分多選、校必、彈性學習等，業者也賣力提供

能「擦邊」到主題的影片、光碟、桌遊、筆記本等，化整為零地為教師

尋覓適合的教材。

業者的物未必能維繫連結。部分學校的校必課程有類似課名的集中

趨勢（洪雯柔，2020），像是「閱讀理解與表達」（黃偉立，2020），

因而業者會積極引介備用書，但是教師未必採用。一位校必課共備社群

召集人說明他們自編教材的必要性：

校訂必修課程它比較沒有那麼好處理的問題是在於說每個學校的

狀況都不一樣，每個學校所設定的學生，未來的學生圖像也不一

樣，那你怎麼可以用一本書商已經準備好的東西，然後就直接放

到這個學校的情境當中然後去做實施呢！（I_T_27）

各校自訂新課程時是根據「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再挑選課

綱「核心素養」與「校本指標」等細節，校必課程在這麼多重考量下規

劃，即便校必的課名相近，各校還是會有很不同的課程內涵，如此認真

經營的校必共備社群召集人說：「也沒有哪個書商會給我我們想要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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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理解課程」（I_T_27），市場上的備用書極可能僅是教師的備課參考

書之一，要成為學生的教材還有一段距離，因此教師共備社群仍須獨立

編制授課所需素材。

2. 課程計畫「審查」削弱「業者」的仲介作用

新課綱的課程大綱要進行實質審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

要課程計畫審視原則》（2022）長達 24 頁，明訂部定必修、校必、選修、

應修習學分總數、以及學校課程計畫等 5 類審查原則，凡是非部定必修

課程均需撰寫教學規劃表；此外，總綱（2021，頁 33）針對教學資源亦

明訂「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查」，換言之，教師若開設非部定課程，均需要撰寫教學大綱，

若全部使用自編教材，需接受課發會的審查。這些史無前例的實質審查

之修訂往返過程，帶給久未撰寫課程設計的教師很大的擾動，業務代表

盡力發揮互通有無的角色：

業 2： 我們都有公版。只是提供參考，沒有、沒有影響老師你們，

但是我們這個是公版，你可以稍微照它的表格，可能修修

改改。

主任： 對，對啊，素養導向，他們家就邀請很多高中老師在寫啊。

業 2： 肯定一定有，我們都一定找過的……，才能提供給老師參

考。（I_S_19 & I_A_19）

以普高自然科學、社會領域探究課程計畫為例，全國各校撰寫課程大

綱送審後，第一次課程計畫檢視通過率為五成三（趙宥寧、鍾維軒，

2021），如此高比例的學校都收到課程審查委員的修正建議，而需要修

改再度送審，即便業務代表商借到審查「過的」的版本來協助尚在複審

的學校，竟未能如往常一般順利，業務代表感到無力：

這次的審查的過程也讓他們（按：教師）嚇到，因為他們也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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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借到的版本），可是被打回票，去做一些意見修改，說不

能依照這樣出版社一模一樣的東西去做……，所以目前反而是我

們在看待上面局處……的想法到底是什麼，他是希望是不是真的

要讓每個老師都有十八般武藝全才，但是現場看到的是很……有

難度。（I_S_28）

學校採納業務代表推薦的範本，竟然「被打回票，……不能依照這樣出

版社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去做」，可知審查對於教師造成的挑戰，即便是

擁有殷勤服務的業務代表為中介，提供「一定找過的」版本，卻已經無

法通過課程審查委員的檢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於 2022

年 3 月 8 日一則〈111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課程計畫」

第 3 次檢視結果查詢及「補充說明或修正後再檢視」之學校後續修改之

時間及方式〉（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2022）之公告，顯示

部分學校課程計畫歷經三回合之檢視，教師與行政人員在面對這個必要

通過檢核點之際，業者用於中介不同處境學校的「物」也呈現失靈，再

度凸顯「業者」與「教師」關係轉向弱連結。

再以多選、彈性課程等選修課程為例，教師對於這些課程如何填寫

自編教材感到困難。一位教務主任說：「他們一直跟我們說他們很難寫

教材啦！我說光要審教材，他就嚇死了，他就生不出來」（I_A_5）。

因此，業務代表賣力提供與產製相關的課程教學大綱（圖 2），並在

名片上留言：「加深加廣教學計畫都好了！有任何需要再找我」（D_

S_17）。

此份文件提供的資訊如「相關配套」欄位顯示有「聽力練習本、詳

解本、測驗卷、教師用本、學教用語音光碟」，對部分習慣配套佐助的

教師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仔細審視教學設計的欄位，其參考

性存疑，例如，加深加廣課程之「授課年段」，通常開設於高二、高三

而非圖 2 所列之「高一 ~ 高三」任一年級適用；欠缺領綱明列之「學習

內容」與「學習表現」等欄位；又如既然是加「深」加「廣」，此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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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英文領域　加深加廣必選修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加深加廣—英語聽講

教授名稱 Up！英語聽講力 相關配套

聽力練習本、詳解本、測驗

卷、教師用本、學教用語音

光碟

授課年段 高一 ~ 高三 學分數 2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偕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1. 能聽懂、讀懂高中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日常溝通。

2. 能掌握高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活之溝通。

3. 能依主題或情境以英語介紹或描述自己、家人及朋友。

4.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題。

5.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適當的提問。

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7.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

8.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9. 能聽懂日常對話，並能記下要點。

10. 能聽懂廣播，並能記下要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Lesson 1　Nice to Meet You

能夠以英語介紹自己及他

人，並懂得如何談論興趣與

嗜好2

3
Lesson 2　Where Is the Cafeteria?

能夠以英語問路及說明場所

相對位置4

5
Lesson 3　Happy Valentine’s Day

熟悉網路購物及餐廳點餐的

相關用語6

7
Lesson 4　I Could Shop All Day

運用商店購物與退換貨的相

關詞彙8

圖 2　業務代表提供之普高英文領域「加深加廣」課程計畫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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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學習目標」與各週次「單元／主題」之課程內涵頗為基礎，似乎

又與深廣課程的「因應未來大學所需」功能有些距離。

本小節勾勒在新課綱下，業者慣有的支援教師之「物」失去了作用

力。一方面，十二年國教課綱新的實質「審查」此一行動體對既有聚合

關係造成轉變；另一方面，業者轉手的「文件」此一行動體也在十二年

國教課綱之下削弱了連結教師與業者的行動力。這些配套可能是業務代

表自行蒐集，但是也可能是業者透過邀請部分教師協助。因此接下來探

究「配套撰寫教師」這一行動體對於「課本—服務」聚合有什麼作用力？

3. 「業者」與「配套撰寫教師」連結的持續協商

某些教師基於業者主動邀請而成為「配套撰寫教師」，但是兩者的

連結並不穩定。「配套撰寫教師」有些因為屢屢熱心地對業務代表之配

套提供不同意見而被網羅、有些來自業者得知某教師為熱門增能議題擔

任講師、有些則來自「配套撰寫教師」之人脈推薦。他們平日為出版社

刊物撰寫新課綱的相關教學法、學科教學知識、素養命題、課程設計等

範例與解說，一位「配套撰寫教師」提及雖然酬勞不高，仍然願意書寫

配件：

嗯怎麼講啊，就我覺得會寫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書寫這件事

情是可以整理我過去做的事……你可能會釐清說你為什麼要做這

樣的事情，或者你在整理的過程中有了新的點子，就是未來你可

以再怎麼寫，然後它可以讓我有新的東西出來。（I_T_26）

對教師而言，將新的想法生產出來並且有業者負責印刷廣為流傳，是一

種正向的循環。例如，透過業者企劃，幾位教師共同撰寫與編纂「加

深加廣教學包」，結合「素養教學」與「跨域閱讀」、「大概念」等

構想以提供現場教師備課所需（D_T_11），如此使得有點子的教師專

注於學科教學專業的教材產出，而業者能確保以優質的用書提供市場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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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部分「配套撰寫教師」在短期合作與體驗之後，不再為業

者撰寫其所指定的文件，其中斷合作的心路歷程是：

有一家廠商找我拍那個實驗的影片，我其實真的不習慣讓學生看

影片，可是有的老師就習慣讓學生看實驗操作流程的影片。我從

來都沒有很仔細的去想過那些流程，那也沒有必要，因為我覺得

我又不是服務業，我就是學生看了那個東西之後，一開始規劃你

的材料的時候，你有什麼需要你就跟我講就好了，可是拍影片不

是這樣的，拍影片是很詳細，你的腳本要寫的非常非常仔細，但

我就覺得說我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我並不感興趣而且對我沒有幫

助的事情，然後呃……因為他們的產品需要無微不至的提供所有

周到的事情，那我會覺得你老師要幹嘛？所以我的取向也跟他們

不一樣，所以後來就不再……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要 compromise

我的想法……去配合你的產品，我又不缺這個錢，所以我就不做

了！（I_T_39）

教師有自己的教學信念，例如，「不習慣讓學生看實驗操作流程的影

片」、「花很多時間去處理我並不感興趣而且對我沒有幫助的事情」，

更強烈的質問像是：「產品需要無微不至的提供、那老師要幹嘛？」因

為他們未必認同業者「服務教師至上」的想法，甚至提出整體教師專業

被取代的擔憂，這的確揭露了業者大量製造教科書配套的意圖：

最大的關鍵點就是，假設他是用講義上課的話，那他就會看講義

的好壞去決定他選用的版本。因為我們把講義、原本這個是以前

老師的工作，我們搶來做了。（I_S_3）

對一些教師來說，業者盡量服務到「把老師的原本工作搶走」或許是一

種體貼；但是對這些「配套撰寫教師」來說，卻難以認同。弔詭的是，

當這些贈品文件被業務代表親送到教師研究室每位老師的桌上，被翻閱

的比例不高，一位「配套撰寫教師」回顧其早期不看贈閱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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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他們可能一次段考或一段時間會有刊物，他們就會去各個

學校去蒐集，譬如說做探究實作的老師可能就會寫一些教案啊，

這些東西就會分享出來，那他們就回來發刊物給大家，那過去拿

到這些東西大致上就是，看一下封面然後就放在旁邊，就是很少

很少去讀啦。所以那時候跟書商的關係就會覺得……反正我要的

資料就去網路上找，找我要的影片啊、文章、圖片，……有時候

書商也會提供那個教學的投影片嘛，可是就以前的經驗都會覺得

那些投影片都，就不是我要的，所以基本上就不會用那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書商不會提供什麼特別適合我使用的東西，

就不會特別去用。（I_T_17）

「配套撰寫教師」通常都會在意自己的教學想法，從自己的教學專

業出發，為學生的學習而堅持更合適的教材與教法，因為這樣的專業執

著特徵而被網羅為「配套撰寫教師」；但也因為如此在意「自己想要

的」，未必與業者「服務廣大教師需求」的規劃理念相謀合，「配套撰

寫教師」會因不認同而出走。這些例子展露部分「配套撰寫教師」與業

者的合作關係不易長久而面臨連結鬆動，業者與物色之「配套撰寫教

師」關係常處於短期合作，換言之，「業者」與「撰寫配套教師」兩個

行動體之間的連結雖看似具有相互吸引的興趣與利益，但「撰寫配套教

師」常常離開而令業者需要持續尋覓代替者。

本節以既往形成之「課本—服務」聚合為背景，描繪如何因為新課

綱闖入而引發轉變。看似既往是單一教師與單一業務代表的服務關係，

其實他們都在一個廣大的網絡中，卻由業務代表扮演中介的角色，為不

同學校教師互通有無。於今，校訂必選修課的教科書、新課綱的實質審

查、以及「撰寫配套教師」的更替頻頻，在在指出「業者」與「教師」

兩個行動體之間的連結產生變弱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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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鐘—共備」聚合的萌生

（一）「業者」與「新課綱」的弱連結 

過去課程政策主要落實在隨課程政策修訂之新版教科書裡，「業

者」與「教科書」這個產品做好緊密的連結即可提供教師依循，但是十

二年國教課綱不只如此。新課綱的大幅改變因而產生許多新的教學實

作，例如，要先熟悉「總綱／領綱」才能撰寫素養導向之教案、教授「自

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要從跨科的角度對一個現象進行探究的設計、「素

養命題與評量」有不同的命題要領、跨領域校必課要設計以學生為中心

的提問、乃至輔導學生進行學習歷程自述與多元綜整心得撰寫要弄清楚

規定細節等。這些新的實作都讓教師產生高度焦慮，當他們一如往常想

依賴業務代表解決問題時，業務代表卻對於新課綱沒有比教師更熟，因

而顯得有些捉襟見肘： 

業 1： 老師本身就已經都不太清楚了，那怎麼問我可以清楚呢？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公司投入了很多的時間就

是一直在上課，一直在教育訓練。

訪：你們自己教育訓練就是素養導向嗎？你們主要是什麼？

業 2： 欸，我們主要……，我們自己的教育訓練是要賣書啦！

我們是賣書，我們的教育訓練不會在素養導向這麼細，

太……太細、太專精，我們真的沒辦法到這麼細。但是書

該有的特色，書哪裡符合素養，我們基本上大概知道。對，

章節的安排。

業 1： 章節，啊為什麼起心動念這本書的過程……，比如說直線、

圓，為什麼我要放在這一個單元或怎麼樣的部分，這個專

業度一定要讓他們（按：指教師）知道。

業 2： 對，還有題目編排的方式，對啊，那些我們都會。（I_S_2 

& I_S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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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對業務代表的訓練範疇還是在「產品」面向，他們能將自己公司的

教科書中有哪些特點符合新課綱講得清楚，對於產品之外的教育政策較

無連結，因此，業務代表較難回應新課綱課程政策帶來的教科書問題，

教科書供應以外的問題又所知不足，呈現「業者」與「新課綱」兩個行

動體是一種弱連結關係。

（二）教師與「同儕」的連結取代與「業者」的連結

1. 「基鐘」促使「教師」探試新課程

教師新的授課科目與「教師證」的登記科目逐漸不同。新課綱的變

動是校訂課程增多，而部定之每一科目修習時數都相應而減少，但是不

同科目教師有不同的因應條件，例如，「加深加廣」課程設有國文至少

4 學分、英文至少 6 學分、「自然科探究與實作」課程設有 4 學分必修、

「社會科探究與實作」課程設有 6 學分的部分學生選修規定。上述各科

目教師之授課內容仍與其「教師證」登記科目相近，部定考科的資源也

多有業者支援，對於教師以教科書為本的授課習慣差距不大；但是校訂

必選修的部分，像是多選、校必，以及協同兩科教師授課之「自然科探

究與實作」等，這些課程的內涵原則上不同於「教師證」的登記學科，

亦鮮少有業者支援該課程教材，因此有一定比例的教師被這樣的新規範

促使而需要有新的學習。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新局面之下教師比以往花費較多心思滿足授課基

鐘。《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2020）是規範基鐘

的文件，普高專任教師鐘點數是 16、兼任導師之鐘點數是 12、兼任行

政職務則因種類有不同的減授數量，主任、組長、協行都不同，亦因學

校班級數大小而不同，換言之，過往教師一貫以原初「教師證」的學科

即可滿足其基鐘，現在闖入了新課綱這個龐然大物，既有慣性起了變

化，每位教師根據這些原則，搭配新課綱的規定來組合課程以滿足自己

的鐘點數。教師滿足基鐘的策略顯現至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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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透過減授鐘點數。擔任行政職務，如主任、組長、協行、課

諮／領召／科召召集人、導師等均有減授，但是，比一般人少授 4 個鐘

點的兼導師職務特別搶手，一位教師在填寫下學期導師意願表之前有如

下的觀察與評估：

要填導師嘛！結果我觀察了一下今年高三，如果要下的人，……

國文科老師，在今年的高三當導師的就大概有四位，那這四位如

果他們又不開多元選修，那他們勢必一定會來……再當一次高一

導或新生的導師。（I_T_36）

經由擔任導師較容易避免開設多選或校必等新課，但是多數學校訂有導

師遴選機制以維持穩定的運作。第二種策略則是透過雙師協同授課，部

定必修「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和校必「跨領域／科目專題」課程皆涉及

領域專長的搭配授課，像是一位協同教學的教師說：

其實教務處那時候排我們，一個英文老師，一個數學老師，其實

我是覺得真的還不錯，因為像數學的方面很多，嗯……圖表啊、

操作啊，樞紐分析啊，對，然後甚至到 Y老師剛才說學生現在只

會做到圖表化，可是沒有數據化，……我覺得這方面，就是不同

的科任老師這樣搭配真的還不錯！（M_T_26）

教師之間有互相補強相互仰賴的功能，必修課更有穩定開班的保障，因

此也受到部分教師的青睞而樂於投入學習開新課程。第三種策略則是教

師獨力開授「多選」、「彈性學習」等課程，這類新課綱的多選課程

打破班級為單位而由學生跨班自由選修，校方需要開設學生班級數的

1.2~1.5 倍的數量，因此開班數量有彈性，而課程之開班人數最低以 12

人為原則，換言之，教師若開設多選課程需要關注修課人數，不足 12

人開班不成則面臨「倒班」，基鐘會突然短少而造成問題。

雖然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前基鐘就是教師排課的必要考量，但是十

二年國教課綱首度促使教師開授不同於「教師證」的科目。教師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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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開新課的生疏感與困難度，發展出上述至少三種因應策略來滿足基鐘

的規範，其中，多選課有倒課的風險、又要獨力規劃，校方行政人員在

教師組合自己的課程開設規劃時，亦會不斷叮嚀：「你們的多選課要當

成超鐘點的課，不要算在基鐘裡面喔！」（M_A_15），因此，在滿足

基鐘的變因與誘因之下，教師選擇跳進由雙師共同承擔的校必課程行列

的可能性增高。

2. 「共備會議」徵召「教師」投入開設校必課程的興趣

「學科教學研究會」的功能是單一學科內的例行會議。一直以來，

各科教師的定期專業集會─「學科教學研究會」，是由《高級中等教

育施行細則》（2013）所訂定，但實際上其功能多半轉變為以事務性的

工作分配協調為主，很多時候並不涉及「教學研究」，而是教學進度、

命題、閱卷、重補修、輔導課等學科內分工、臨時任務的協助、下屆學

科主席推選等（通識再現，2020），施行細則明訂之「改進教材教法」、

「推展教學活動」以及進行校內研習，較多仰賴業務代表的服務：

學校一學期規定要兩場，所以我們這兩場是屬於服務性質啦！就

等於說我幫你找講師，我幫你辦好這一場研習。（I_S_4）

只是十二年國教課綱開始之後，教師需要的新能力變得緊迫，而業務代

表對校必課程的服務有限。

業者難以服務校必課之下，「共備會議」對教師跨科互動的吸引力

大為提升。需要跨出自己任教「教師證」專長而進入不舒服區，共備會

議在「改進教材教法」與「推展教學活動」的實質性討論意願遠大於「學

科教學研究會」，因為既是沒有教科書、又不熟悉以學生為中心之專題

實作教法，因此每週一上午的共備會議演變成為一個汲取同伴如何進行

該週課程進展的資訊匯集處，老師開會的發言常拋出課堂中遭逢的問

題，往往能達到「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別人也一樣」的互相安慰效果。

像是多位校必授課教師在共備會議中提出學生專題進度不一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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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組別都很 OK，他們要繼續進行下去了！可是有些組別還不

行，他的文獻還卡住，他甚至連動機、研究問題卡住，甚至有些

人是卡在問卷，那每個組別的進度都不一樣，我覺得我們非常的

難教。（M_T_11）

教師之間的風格、信念、強項必有不同，但拋出問題多半得到共鳴的表

情，聆聽者也獲得參考與借鏡的不同作法，這樣的會議內涵特別具有抒

壓的效果，增高教師出席共備會議的意願。

共備會議也一併為大家解決十二年國教課綱公開授課的壓力。總綱

（2021，頁 34）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校必課程由兩位協同教

師共同經營，突破了過去「教室王國」的文化，兩位教師共同走進「我

們的」教室，具有合法的互看角色，共備會議中主席也極力呼籲到別人

的課堂觀摩，並藉此將夥伴們最容易焦慮的公開授課職責，包裹在共同

備課會議與各自授課時段中順勢達成：

下週的禮拜一第三節算是做那個「說課」，先講一下我們這節課

大概做什麼？喔，那說課完之後呢，接下來就是「觀課」，觀課

就是我們上面填的那個時間，然後呢接下來最後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要「議課」，議課就是隔週禮拜一的第三節，……就是觀課、

議課、說課的時間，喔，這 3 個時間都要填，好，那大家公開觀

議課的時間大概是這樣子喔。（M_T_5）

如何促成教師不會無故不參加校必課的共備會議？開會時間是一個

大問題，過往「學科教學研究會」之所以可行，是各科都有法定不排課

的半天，但是校必課的教師來自許多科／領域，唯有透過預先規劃的

「行政支援機制」，將這些支援校必課的授課者排出共同空堂，以便不

需調課就能出席共備會議。當行政端如此支持校必共備會議，教師此刻

必定無課，不至於因為教師有課而讓校必會議參與出席零落，而出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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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種責任。當然，空堂接近午餐時間，教師來開會順便能得到外訂

便當也是一項小而實惠的誘因。 

上述「行政支援機制」使教師與會議產生連結、教師拋出的「問題」

與「同儕經驗值」的對話連結、「共備團隊」與「公開授課」的規定連

結、「便當」使教師與愉悅的午餐產生連結，共同形成一個具有溫度的

聚合，轉化了教師的壓力，也減弱教師抗拒面對「不舒服區」授課的作

用力，促發教師樂於在每週先參加共備會議，似乎當週的課程便因而有

了一絲依循與安頓，這一定期會議與其他行動體形成之聚合，具有促使

校必課程可行之重要力量。

3. 新課程「配套」重新與「教師」連結

教師除了「願意」加入校必課的教授行列，還需要「能夠」擔任校

必課的教授者。睽諸教師授課的過往經驗，他們習於由業者提供課本與

配套，但是現在業者的供應鏈在新課綱之下縮限於部定必選修，因此校

必課的課本、教材、教法、活動安排、學習單、評量方式等從哪裡來呢？

一位負責共備社群召集人說明如何開發課程教材：

閱讀理解分 1 學分，可是 1 學分裡面我們分成了五大主題，那其

中一個子題就是自我提問的部分，那這個部分就是我跟教學組長

負責的，然後我們找了黃國珍老師品學堂其中一期的一篇文章來

做為我們的教材。（I_T_19）

這個共備社群先透過召集人就讀教育研究所的人脈資源，選定該校必課

的備課學術專書，全部成員繼而透過讀書會吸收閱讀理解專書的精要，

拿捏其結構而設計為「五大主題」，再針對「自我提問」子題，揀選坊

間一篇熱門閱讀雜誌作為教材，小組成員一起討論教學大綱簡案中的教

學步驟與製作簡報，這些物件作為誘因，激發其他教師覺得教授新課並

不會太費事，召集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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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今天把每一個子題的小包包都處理好了，那有興趣的老師他

來拿小包包的時候，然後來觀我怎麼上課，他大概也會上了……我

們的終極目標希望就是課程開發好之後，有每一個子題的小背包，

然後老師們就會看到當週的子題是什麼，他就背著這個小背包然後

他可以去課堂上上課，這個很像書商在做的事情哈哈。（I_T_6）

大部分的學校經營共備社群都會開雲端共備資料夾，按照週次排好，共

備社群的成員戲稱這種開發好的「每一個子題的小背包」為「懶人包」

（I_T_4），教師只要領走同事設計好的教材、簡報檔、學習單等物件，

就大致可以直接上臺，因為這些同事教學經驗豐富，他們沿著自己原本

的風格來實施簡案、便能把握教學活動之間銜接的流暢度。

校長在鼓勵教師投入非自己「教師證」專長的新課程時，也表示：

「房子蓋出來，裡面的家具自己去做增添」（M_A_6）。所謂的「房子」

要別人先蓋好，誠如深知「教師慣於仰賴業者」的召集人談到：「他

就背著這個小背包然後他可以去課堂上上課，這個很像書商在做的事

情」，共備團隊似乎正是在填補業者過往的課本配套服務，當服務重新

到位，教師便感到方便熟悉而願意站上校必新課程的崗位。

教師在共備會議中的筆電工作揭露了聚合中的諸多行動體如何連

結。某位教師每次共備都會攜帶自己的筆電，裡面呈現他這週預計要使

用的各式簡報檔案與補充文件，這些文件有的是來自雲端共用資料夾的

母版簡報，有的是與班上學生互動時知道他們有所不足而搜尋的補充資

料，除此之外，在會議中同事拋出的問題、其他同事試圖提供的解法、

以及相應而生的一些技法與參考資料，隨時被收在該師的當週資料夾，

也隨時調整當週欲進行的教學程序。

本節呈現十二年國教課綱促動教師彼此相互連結的一個「基鐘—共

備」新聚合。其中，基鐘由新課綱的各科課程時數減少所驅動，而校必

共備來自教師對業者無可依賴，教師要靠彼此共謀出值得信賴的課程，

教師相互協商，從而對所授課程形成合法的素材與經營模式，新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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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有了依靠，例如，簡報與學習單，因而願意加入教授新課程之行

列，教師同儕之間的新課綱教學問題，也透過彼此探問協商，推進了新

課綱的順利執行。「基鐘」、新課程之「教學配套」、「共備會議」、

「行政支援機制」等行動體連結成這個新的聚合，明顯看出「業者」因

無法對「教師」施力，而在新的聚合中失去原本的作用力。

伍、結論

本文探索業者與教師的互動，發現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政策下教師學

習有所變化。從 ANT 視野看行動體之間連結的改變，指認出有兩個聚

合的消長情形（表 1）：原本「業者」與「教師」透過「部定必修課程」

的連結，形成穩固的「課本─服務」聚合而相互依賴，如今「出版業者」

與「教師」之間，加入了為數不少的「校訂必選修課程」，此一行動體

削弱了「業者」與「教師」的連結，顯現「課本─服務」聚合的作用力

減弱；在此同時，為了重新滿足「基鐘」，促使「教師」與「校訂必選

修」產生強大的連結，原本部定必修課程的「配套」由業者提供，如今

「校訂必選修課程」這類新設課程的「配套」則由「教師共備社群」提

供，因而顯現「基鐘─共備」聚合的作用力增強。

看起來「不動聲色」的、大部分沒有頻繁外出研習的校內教師在十

二年國教課綱下如何學習，是本文最獨特的關切與發現。頻繁外出參與

新課綱各種工作坊研習的教師，他們抽離工作崗位來到外校研習場所，

透過並肩而坐的頻繁對話形成優越的增能氛圍，但所學習的新實作時常

不易在校內社群直接落實；相較之下，沒有頻繁外出研習的校內教師似

乎被標籤為「不動」的教師，但他們的不動外貌之內涵為何？本文最令

人意外的發現是：校必課程授課教師共備會議同樣展現了並肩而坐的頻

繁對話，不僅討論課程設計，更由於校內教師的有利時空條件，他們相

互觀課與每週議課持續進行一整年，同樣展現出專業的增能氛圍，從而

呈現教師學習的多重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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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由關注點、行動體與聚合展現之教師學習轉變

轉變歷程 問題 關注點 聚合名稱 重要行動體 行動體之消長

1 沒有教材 課本 課本—服務

業者、新課綱、

課本、課程計畫

審查、配套撰寫

教師、範本資源、

教師

業者

2 要開新課 基鐘 基鐘—共備

新課綱、同儕教

師、基鐘、新課

程、共備會議、

社群共製配套、

教師

共備社群

透過「轉變」的概念工具來研究教師學習，對於往後的課程改革帶

來兩重啟示。第一，課程改革期待引發教師的專業成長，但過去總是未

如所期，而本文所揭露這樣一個脫離業者為軸心的解決教學專業問題的

新契機，又是如何在課改此刻發生的？教師原本不應僅是透過業者作為

問題的求解者，但過去似乎一直都是，業者以售後服務的模式針對「單

一」教師各種需求提供綿密的服務。然而現況改變了，本研究發現課綱

「轉變」了業者對教師的作用力，基鐘「轉變」了教師之間互相連結的

作用力，超越既有「各科教學研究會」的互動，教師在校必共備會議中

互相提問與切磋，增益了教師的課程知識。相較於之前文獻聚焦在教科

書與教師專業、編審、商品化等議題「各別」提出的論點，本文能「同

時」描繪眾多行動體之間角力競逐的轉變與動態關聯，與隨之而生的網

絡效果。

第二，本文具體拓展在課程改革中「教科書」研究的想像。教科書

研究常常被視為一份文件（documentation）而對之進行文本分析，然

而，透過「轉變」概念工具，教科書作為一個逢課綱改革必然調整的行

動體，它不僅僅是「物」，更具有社會物質性，牽連的力量在本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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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揭露。前述表 1 呈現兩個聚合之間的消長轉變，既回應本文之理論

問題「教師學習如何轉變」，亦揭露當教科書被視為「問題」與「關注

點」，進一步追蹤行動體之間的連結，而意外顯現校訂課程是如何緊緊

牽動著教師學習的網絡。

選擇 ANT 這一不同的切入視角對於教師學習帶來新理解。然而，

這個視角並非論定基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調整，業者的消長對教師學習

的貢獻、亦非為校內大宗「不動」教師去污名化，因為 ANT 這樣的網

絡理論主張事物沒有既定的本質，而是透過彼此關聯的視角（relational 

view），看出彼此改變對方的力道、從而形成暫時性的網絡效果。

如此的理論立基，亦使此刻的發現需要慎加解讀。本文僅以業者短

期內最難以服務的「校必課程」為主要田野，僅勾勒十二年國教課綱實

施之「前兩年」的兩個聚合轉變，若拉長時間軸來預估，在新課綱的各

式新課程種類中，部定選修的「加深加廣」課程數量極多，業者也較容

易延展考科範圍之資源，快速開發新課的課本與配套服務，越發吸引教

師開設有課本與配套服務的新課程，進而減弱教師對共備社群的依賴與

吸引，則聚合一中顯露的「教師／業者」弱連結，與聚合二中顯露的「教

師／共備社群」強連結，也僅是暫時穩定的網絡現象。若在新課綱實施

三整年之後，新舊課綱不再處於並行開課之後的重新課程盤整，則教師

「基鐘」與「課本」此兩個關注點可能都將有所不同、各行動體所聚集

形成的聚合亦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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